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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证有时也可以为证
——以孟津出土的银壳画像铜镜的研究为例

从“道器共生”到“人机互文”

广钟数字传承的双重叙事
物华哲思

□曹咏萍

此前，第二十二届（2024年度）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评选结果
揭晓，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璀
璨时光——清代广钟精品展”获评优胜奖，
这场展览在今年4月谢幕。掌声之后，我
们不禁思考：当人工智能与数字孪生走进
修复台与工作坊，广钟如何在“展后时代”
继续发声？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以“人机互
文”为核心的阐释框架与行动范式。

一位匠人与一台传感器

在广东省博物馆的广钟修复现场，
我曾亲眼得见这样一幕：一位头发花白
的老师傅，正将耳朵贴近钟体，通过手指
极轻地拨动来感知齿轮的啮合，像医生
为古物把脉。金属在寂静中发出微弱的
摩擦音，他却能分辨：哪一处啮合略紧，
哪一枚齿牙微卷，哪一种空腔共振并非
“应该有的频率”。随后，工作人员将一
枚加速度传感器贴在钟壁上，屏幕上跳
出密密谱线。两种方法，殊途同归：一个
诉诸身体记忆，一个诉诸数据证据。

我忽然明白：广钟这门技艺，原来一直
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往返。《周易》
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老匠人的耳朵是通向“道”的桥；传感器与
算法，则努力把“器”的秘密说清楚。两者
并行时，钟声才会准、稳、厚，而不只是响。
展览虽已落幕，但问题仍敲击在耳边：如何
让这口钟在“展后时代”继续发声？

器物里藏着哲学

很多人把广钟当成“能响的器物”，
却容易忽略它背后的“秩序之美”。齿轮
的模数、节距与压力角秉持约法；钟腔的
体量、拱度与壁厚皆为音色服务；珐琅的
釉料、火候与层次牵连色相与光泽。这
样一种严丝合缝的整体，恰好映照着古
人关于“度”的想象：《考工记》强调制度
与匠心相辅相成——没有“度”，便无以
成器；没有“心”，便无以成文。

更妙的是它的“岭南性情”。沿海之
地，兼容并包：舶来的齿轮学与本土的铸
造术握手言欢，纹样里既有海风的清新，

也有中原礼制的端庄。因此，广钟并非
一段封闭的技术谱系，而是开放的文化界
面；它吸收、变通、调和，把“物”之理与
“人”之情安置于同一口钟里。所谓“道器
共生”，不是抽象口号，而是铸刻在每一条
齿面与每一层釉色里的秩序与温度。

据悉，为了这场展览，策展团队筹备
三年、遴选百余件文物，综合历史档案、
多媒体与互动装置，系统呈现广钟的工
艺全貌与当代价值，这也为广钟“可感、
可学、可借鉴”的现代叙事奠下基础。

技术首先带来“复活”的喜讯。光谱
分析让（珐琅）釉料成分不再是秘方，可
以精确到每一种元素的含量；三维扫描
与建模为复杂结构建立数字孪生，旧钟
损坏也能在虚拟空间“整体复位”；声学
测试记录敲击后的谐振与衰减，甚至能
生成属于某口广钟的“声音指纹”。这些
数据像是给古物做体检档案，让修复与
保养不再仅凭经验。

但技术也可能制造一种“失忆”。有
的工坊在引入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后，学
徒更愿意让软件生成“花帐”，不耐烦练
习“放样勾描”；检测设备愈发灵敏，年轻
的耳朵便更少去分辨那微不可察的抖
动。久而久之，师徒之间无形流转的“默
会知识”——那种通过手、眼、耳、身传递
的心法——被剥离成一个个标准化参
数。庄子曾提醒我们，要警惕“机心”：当
心灵被工具先占领，人便容易对自身感受
变钝。技术的确提升效率，却也可能把技
艺的个性与灵性抹平，把“会”变成“会
用”。

数字化更像一面双面镜：向上一侧，
照见工艺可持续与公共化的希望；向下
一侧，也映出文化被模板化、批量化的阴
影。如何让镜面保持光洁而不刺眼，是
今天广钟数字转型的第一道考验。

人机如何同台

真正的关键可能不在“要不要数字
化”，而在“怎么数字化”。如果说传统以
“人”写“器”，那么今天就应当让“人”与
“器”彼此注解——这便是“人机互文”。

第一层：分工与互补。复杂结构的

测绘、长期状态的监控、材料劣化的预
测，交给仪器与算法；而音色的风骨、形
制的分寸、纹样的神采，仍须匠人以心印
心、以手传手。技术做“眼睛”和“记忆”，
匠人做“耳朵”和“判断”，彼此尊重边界，
而非互相挤占。

第二层：双向校验。在广东省博物馆
等机构的持续实践中，“AI记录匠人手势+
手工实操验证”已逐步形成一条值得借鉴
的路径：设备负责保真，匠人负责传神，二
者常态化双向校验，避免技术“越位”。

第三层：伦理与共享。数字资源不
应成为少数机构的“专利库”，而应在版
权合规、授权明确的前提下，开放接口、
共享样本，让更多小型工作坊、学校、社
团也能接入；并把一线匠人的署名写进
数据库，把他们的“微发明”“微改良”以
可追溯方式标注出来。技术基础设施唯
有“有温度”，才能真正服务传承。

中庸、复归、节用

让“互文”落地，古典哲学其实给了
三把钥匙。

中庸之钥：不是静态均衡，而是因时
制宜的“度”。在实践中，就是制定“人机
分工表”：哪些环节必须由人主导（如音

色定弦、纹样收笔），哪些环节优先用机
（如连续测绘、长周期监测），哪些环节由
人机轮换（如表面精修、局部拼接）。每
一个分工后面附上“失败成本评估”，把
中庸落实为可操作流程。

复归之钥：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守住
根脉。对学徒而言，数字平台再全面，也
不能替代“手上三百小时、耳上三百小时、
身上三百小时”的基本功；对展陈而言，线
上交互再炫目，也要留出“无滤镜”的观摩
与听赏，让观众听到金属真正的呼吸。复
归，是给身体留出练习与感受的时间。

节用之钥：不是吝啬，而是合理分
配。数字化设备与算力资源，应按需求
梯度配置：基础的扫描与建模工具向社
区与学校开放；高级的声学与材料实验
室建立预约共享制度；数据治理层面引
入“授权共治”，让参与者既受益又守规。
节用，让技术成为公共品，而非炫耀品。

把“哲学”写进流程

仅有理念容易“飘”。不妨把它落成
一套可执行的方案，供同行讨论与修订：

其一：三层数据采集。第一层为“结
构层”，聚焦形制、尺寸、重量等可量化信
息；第二层为“工序层”，记录锻、磨、描、
敲等动作序列及依据；第三层为“意匠
层”，收集匠人对“神”的描述、修复时的
取舍与犹疑。三层并行，互为参照。

其二：双导师制学徒。每名学徒同时
跟随“手艺导师”和“技术导师”。前者教手
上功夫，后者教数据思维；每月互换一次视
角：让手艺导师也走进实验室，让技术导师
也坐在工作台旁。考核须把握双重尺度：
一重度量作品（响、形、神是否到位），一重
度量记录（经验能否说清、说服、可复现）。

其三：开放的钟声库。围绕若干代
表性广钟，建立“声音指纹”数据库，包含
音高、泛音结构、衰减曲线与环境变量；
对公众开放检索与比对接口，鼓励声音
艺术家、音乐家与工程师参与，催生跨界
作品，使钟声从博物馆玻璃柜进入城市
公共声景平台，成为“声音地图”的节点。

其四：温和的标准。尽量避免“一把
尺子量天下”的硬条，采用“区间+注释”
的柔性标准：例如某类齿轮的可接受偏
差范围、某种纹样的线条密度与留白比
例，后面配一段“文化解释”，提醒测试者
——技术准绳之外，还有审美与礼法。

其五：可信的版权与署名。把匠人
的名字、参与环节与贡献比例写入元数
据；对算法模型的训练集标注数据来源，
区分“可商用”“仅学术”“仅展示”等授权
类型；对外发布附带“修复说明书”，让每
一次修复都成为可公开复盘的个案。

传播不只是“知识普及”

工艺只有在公共中才会“活”。与其
在展柜旁塞满术语，不如让观众“听一
次、触一下、做一回”。一场理想的广钟
展陈，可以把“看—听—做”连成一条路
径：先看结构剖面，理解齿轮如何啮合；
再在“静音馆”里听不同钟体的谐振，体

会“厚、稳、远”的差别；最后在工作坊里
拿起小锤，体验“虚腕轻落”的手感。知
识不再是讲解词，而是身体经验。

面向城市空间，广钟也不必只在博物
馆里发声。它可以与地标建筑合作，做一
次“城市整点”；与学校合作，开一门“钟声
与科学”的跨学科课；与社区合作，录一张
“家门口的声音地图”——让钟声真正成
为城市的公共记忆，而非少数人的收藏。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的优胜奖
是广钟叙事的里程碑，更是新起点。它
意味着价值的再确认，也把更高的期待
交到我们手上：把“人机互文”从理念落
到机制，把“三层数据采集—双导师制学
徒—开放钟声库—温和标准—可信署
名”的操作清单，做成行业可执行、可移
植、可共享的通用模块。获奖不是终点；
让钟声因数字技术而响得更远、更久、更
有人味，是这份荣誉的另一种坚实答卷。

钟声越远，回响越长。传承从不意
味着原地不动，而是在更广阔的时空里
延续一种“合度”。数字化不是“另起炉
灶”，而是把旧炉添火；人工智能不是“另
立门户”，而是把旧谱翻新。它们若能与
匠人的耳朵、手的记忆、心的戒尺并肩同
行，广钟就不会只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而
会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清晨的
整点，在节日的鸣响，在城市每一处需要
秩序与安宁的时刻。

也许，这正是我们最想守护的：让技术
愈精，愈见人心；让器物越响，越闻其道。

（作者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

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

图2：河南孟津出土银壳画像铜

镜拓片（采自苏健《洛阳发现银壳画像

铜镜》，图1）

图3：车马神人画像镜，东汉，浙
江省博物馆藏（采自《投龙：从山川祭
祀到洞天福地》，第90页图版）

图1：河南孟津出土银壳画像铜

镜线图（采自温玉成《公元1至3世纪

中国的仙佛模式》，插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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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姚崇新

在学术界，“孤证不立”早已是一条
“铁律”，因此很多时候，这条“铁律”成为
一些学者不假思索地用来反驳别人的“利
器”，因为别人提供的是“孤证”。这涉及
一个学理问题，即孤证到底能不能“立”
的问题。其实，冷静思考之后就会发现，
孤证有时也是可以“立”的。那么，孤证到
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立”呢？有学者认
为，孤证是否可以为证，即是否可以“立”，
关键在于是否合乎逻辑（王瑞来《孤证传

真实——王小波李顺起事时间考辨》，《羊

城晚报》2025年8月8日文史哲周刊），我认
为很有道理。这里，我想以河南孟津出土
的一枚银壳画像铜镜的研究为例，尝试进
一步证明，孤证有时也可以为证。

孟津出土的这枚银壳画像铜镜背面
的佛像可以说是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佛
像遗存，但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原因是，它
是一件唐代仿制品，而且还是孤例。该铜
镜系1984年孟津县公安部门于本县朝
阳乡獐羊村侦破文物走私案时查获，出土
地点应在该村附近。铜镜直径22厘米，
重1321克，圆形，斜缘，半球形钮，双弦
联珠纹钮座（图1）。镜背主纹以外为铭
带，铭文为：“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
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
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吴，胡伤（阳）里。”
（图2）学者考证此年款只能是东汉和帝永
元五年，即公元93年（苏健《洛阳发现银

壳画像铜镜》，《文物》1987年第2期；贾峨

《说洛阳新获东汉永元五年佛像、神人、车

马铜镜》，载《河洛文明论文集》，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1993年），甚是。镜背主纹中
的主要图像是上下对称的两身坐姿人物和
左右对称的两部车马。这两身人物其中一
身具有佛像特征，因此一开始就被学者识
为“似为佛像”或“佛像”（苏健前揭文；贾峨

前揭文）。温玉成先生进一步将这两身人
物分别比定为老子和浮屠，因而将铜镜定
名为“老子浮屠镜”，并认为整个画面反映
的是“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主题（温玉成

《公元1至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敦煌

研究》1999年第1期）。
我基本同意温先生的判断，只是温

先生将上方人物识为佛陀，而将下方人
物识为老子，我认为不妥。从人物的整
体造型看，我认为下方人物造型特征更
接近佛像：人物身著交领衣，头顶有尖状
凸起，袖手于腹前，盘坐于仰莲座上，座
上复加椭圆形座垫，体外两侧有向上呈
放射状的条纹（参看图1）。头顶的尖状
凸起应是肉髻，袖手于腹前应是对“禅定

印”的模仿，盘坐应是对“结跏趺坐”的模
仿，体外两侧向上呈放射状的条纹，这是
借用仙人的“毛羽”表现佛的“焰肩”。仙
人身出毛羽的形象在汉画像镜中并不罕
见，如下文所举图3中戴山形冠的东王公
以及与之对应的西王母皆身出毛羽。佛
像制作的“焰肩”传统出自葱岭以西，并传
入我国，在我国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中
亦有实例，如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一
件十六国时期的带焰肩的金铜坐佛（收藏

编号 Winthrop 1943.53.80）。因此，我认
为将下方人物识为佛陀更合适。

当然，这是“依样画葫芦”式的模仿，
离标准的佛像还有很大差距。据笔者的
观察，中国人制作出标准、成熟的佛像要
晚到西晋时期了（姚崇新《咸阳成任东汉

墓出土金铜佛像年代再研究》，《文博学

刊》2025年第2期）。另外，这身佛像与标
准佛像最大的不同是出现了须髯，加之
它对仙人“毛羽”的借用，使得它“仙气”
十足，这正是当时的中国人将佛陀纳入
神仙系统、按照仙人形象部分“重塑”佛
陀形象的具体反映。

但是，根据文物专家的鉴定，此镜系
古代仿制品，确切地说，系唐代仿制的汉
代铜镜（孙机《孟津所出银壳画像镜小

议》，《中国文物报》1990 年 9 月 20 日）。
由于是仿制品，以致某些图像元素失真
走样，甚至误读误写，比如，铭文显现唐
楷特点，汉隶意味尽失，系失真走样；再
比如，将图像中主神两侧跪侍的羽人处
理成了飞鸟，系误读误写，等等。因此，
有学者认为，铜镜上的人物形象不能作
为研究汉代佛教图像的参考（何志国《试

论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的年代及

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
但笔者认为，即便此镜确系唐代仿制品，
但只要其主要图像内容大体还保持着汉
代原貌，那么这枚铜镜上的图像仍然可
以作为分析汉代铜镜图像的参考。也就
是说，只要它是一件“高仿品”，它的“原
真性”就不能一概否定。这跟美术史界
可以通过宋代摹本来研究已无真迹传世
的唐代绘画是一个道理。那么，下面就
重点考察它是否为一件“高仿品”。

铭文中的“吴”指吴郡的吴县，这是
在提示这件仿制品的原件的产地，即产
自吴郡的吴县。据王仲殊先生考察，至
少东汉后期以降一直到魏晋时期，吴郡
的吴县始终是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制镜
中心（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

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

1985年第11期）。现在根据这件仿制品，
吴县作为江南制镜中心的时间可以提前
到东汉前期。“胡伤里”应作“胡阳里”，
“胡阳里”正是吴县城内或近郊的一个里
坊的名字，表示该镜制作的具体地点。
“胡阳里”在吴县产的铜镜铭文中多次出
现，表明这里是吴县的一个制镜中心（王

仲殊前揭文）。因“阳”的繁体“陽”与
“伤”的繁体“傷”字形非常相近，因而铭
文中有时将“阳”误写作“伤”的繁体字。
而且，误写也发生在了这件仿制品中。由
此，这件仿制品的原件的产地得以落实
——产自吴郡的吴县，同时也证明仿制者
并未随意篡改原件的铭文信息。

正因为这件仿制品的原件的产地为
吴郡的吴县，因此其铭文的内容与吴县
产铜镜铭文高度相似。兹列举几条其他
吴县产铜镜铭文以见一斑：浙江绍兴出
土盘龙镜铭文：“柏师做镜四夷服，多贺
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
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兮。吴，向里。”
传浙江绍兴出土吴王伍子胥画像镜铭
文：“柏氏做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
[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
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兮。
吴，向里。”传山东出土周仲神人车马画像
镜铭文：“周仲做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
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
保二亲得天力。吴，胡伤（阳）里。”（铭文

录文据王仲殊前揭文，文字顺序略有调

整）铭文中出现的“向里”即“向阳里”的简
称，有时也简称“向阳”，是吴县城内或近
郊另一个制镜中心（王仲殊前揭文）。以
上举例再次证明，仿制者完全保留了原件
的铭文内容，未做任何添加或删改。

以上所举铜镜的年代都为三国时期，
这提示我们，铜镜上的铭文内容可以延续
很久，从东汉前期可以延续到三国时期，
但铜镜背面的纹饰和图像则随时代变化
较快，因为以上所举铜镜背面的纹饰和
图像内容与这件仿制品已没有可比性
了。因此，考察这件仿制品的纹饰和图
像是否具有原真性，还要看汉代铜镜。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枚东汉画
像镜，即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枚东汉
车马神人画像镜。其无论是构图形式还
是主体元素，都与这件仿制品高度一
致。镜背主纹中的主要图像也是上下对
称的两身坐姿人物和左右对称的两部车
马（图3）。马车一望便知与仿制品的是
同一类型：车厢皆为正方体，皆表现出清
晰的车窗棂格，车厢顶篷皆呈椭圆形伞

盖状，马车行驶的方向也一致。甚至两
部对称的车马与水平线保持了一定斜度
的做法二者也完全一致，而且倾斜的方
向也完全一致。至于这枚铜镜的两身人
物，分别为戴山形冠的东王公（上）和西
王母（下）。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作为
男性的“阳仙”东王公与作为女性的“阴
仙”西王母对应的传说及其图像组合模
式，在西汉宣帝（前74—前48年在位）时
期，即公元前1世纪前期，已经成型（刘子

亮、杨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

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

衣镜”为线索》，《文物》2018年第11期），东
汉时期进一步流行。东王公与西王母上下
对称布局，以及皆呈坐姿的做法，都与仿制
品的一致，仿制品的原件仅仅将东王公与
西王母置换成了佛陀和老子。

以上考察充分证明，这枚银壳画像铜
镜虽系唐代仿制品，但属于高仿品，汉代的
主体图像元素应该都保留下来了。那么，
我们将其所附的佛像视若汉代的佛像大体
是可以的。可见对于古代仿制品特别是高
仿品的学术价值，不能“一棍子打死”。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透过这件唐
代高仿铜镜，看到了迄今所见我国最早
的佛像。当然，此佛像从性质上讲，属于
非独立佛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毫无
疑问，它的出现是以独立佛像的出现为
前提的。所谓“独立佛像”，是指体现佛
教信仰意义、具有佛教信仰意涵的佛像，
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出于佛教信仰而用于
礼拜、供奉等，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佛
像。所谓“非独立佛像”，是指在造作伊
始就将佛像的功能异化或曲解的那类佛
像，这类佛像不具有佛教的宗教信仰意
义，而是异化或曲解了佛像的基本性质
与功能，将其用于其他目的。

但又有学者说，目前并没有看到同
类图像题材的汉代铜镜，他其实是想说，
这是孤证。

针对这样的质疑，我想说的是，首先，
如果我们能找到图像题材完全相同的汉代
同类产品，我们就不会揪着这件仿制品不
放了——这正是我们关注这件仿制品的意
义所在；其次，前文从铭文到图像所做的详
细比较分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证明它
是一件高仿品。现在既已证明它是高仿
品，那么其背面的图像对于研究汉代图像
是有参考价值的——这就是这件唐代高仿
品作为孤证也可以“立”的内在逻辑。

由此可见，孤证有时也可以为证。
（作者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